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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本土经典的缺失、传记理念纠缠之困境。经过诸

多学者和传记作家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此期的传记文学在传记体例、传主描写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突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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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３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公开征求孙中山传记，
这一事件引起了茅盾等关注传记写作人士的思考。

茅盾在文章中感叹：“这几年来，除了产生一二种谈

不到文学价值的自传外，不见有传记文学的出现。

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馆以重金征求孙中山传，就这一

事，已可见传记在中国的幼稚了。”［１］５３８郁达夫亦对

征求孙中山传记一事耿耿于怀，他说：“正惟其是中

国缺少了这一种文学的传记作家，所以近来市场上

只行了些自吹自唱的自传和带袭带抄的评传之类；

但从一代伟人像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

征求传记的一点看来，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

就可想而知了。”［２］

同样是在１９３３年，胡适写作《四十自述》，此时
距他１９１４年那篇题为“传记文学”的札记，已过去
十几年了，他倡导传记，身体力行，并常劝朋友们写

传记，这一年，他不无欣慰地说：“自传的风气似乎

已经开了。”［３］３

同为现代传记的重要理论家，他们的表述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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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三十年代传记的面影蒙上了一层薄纱。三十年

代现代传记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茅盾等人的感叹

是否是苛责？本文力图就此做一番不自量力的

探究。

一

在当下的传记研究中，三十年代被认为是中国

现代传记发展的繁荣期。这显见与胡适的自我表

述“自传的风气似乎已经开了”关联，胡适在对中外

传记的比较中肯定传记的文化价值，由此积极倡导

并写作传记，据时人所述，“胡先生的自传，自从在

《新月》上陆续发表以来，早已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
十七期，署名谐庭）。在他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

打破“生而不传”的传统传记意识来写作自传，当时

郭沫若和李季的自传都已出版。

自传风气之行在当时的传记出版市场也有明

显的表现。当时的畅销画报《良友》的总编辑马国

亮回忆：“从第四十五期开始连续刊载了七篇以《现

代成功人物自述》为总题，发表了球王李惠堂、画家

徐悲鸿、交际家黄警顽等的自述，很受读者欢迎。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又组织了一批自传……

这次我们把总题目改为《名人生活回忆录》……这

一连串的组稿刊出后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编

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表示赞许。”［４］他的回忆透

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三十年代读者喜欢阅读名人传

记，媒体也致力于推动名人传记的出版发行。除

《良友》外，上海第一出版社在１９３４年出版“自传丛
书”，包括《从文自传》、《钦文自传》、《巴金自传》、

《资平自传》等。

萧关鸿指出：“进入三十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

气”，随后又说“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３０年代一
般性他传则相形失色”，［５］似有失察之嫌，据统计当

时的他传写作上在数量并不逊于自传。此外，３０
年代依然存在着中国传统传记的类型，比如年谱，

这部分作品有相当部分采用文言写作，在《民国丛

书》中收录了许多，如《章实斋先生年谱》、《崔东壁

年谱》、《林文忠公年谱》、《严几道年谱》、《弘一大

师年谱》等等。若算上它们，及其他诸如短篇的回

忆录和名目繁多的各种人物小传等，那么三十年代

的传记数目就更多了。如此庞大的出版数量充分

表现出当时读者对于传记的欢迎。传记作为一种

文学写作活动，其盛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受众，

即读者的好恶。因此，三十年代出现“传记热”的说

法确实属实。

但是，这种繁荣之相并不能掩埋茅盾、郁达夫

等对当时出版传记的“幼稚”、“衰落”的慨叹，朱东

润对现代传记亦有同感，“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

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

有什么进展”。［６］而且，当人们论及传记作品时，令

人交口称赞的往往是外国传记，而绝少本土传记作

品。傅雷在重译《贝多芬传》时曾这样表达他的感

情：“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增给比我年青的一代

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

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７］

巴金在翻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时亦有类似的

感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

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８］在为现代传记

选择范本时，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西方不朽的传

记，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伟人列传》、鲍斯威尔

《约翰生传》。

因此，对于现代传记来说，３０年代或可称为其
创作繁荣期，却远未到成熟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在

繁荣之初即已面临困境。

二

现代传记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仅仅表现为本土

经典的缺失，或是停留在传记家们的感性伤悲中，

更深的原因或许在于传记理念的种种纠缠。在所

能见到的相关传记理念表述中，论述者们对于传记

文学的生态空间和本质属性的认识难以一致。

其一，个性吁求与时代规范之间的冲突。

胡适在比较中西传记时，曾指出中国传记只描

绘人的性格状态，而不能表现出其动态发展，因此

需向西方传记学习表现人格的发展过程。现代传

记从一开始便追求传主形象的真实度，并强调其

“这一个”的独特性，可以说，现代传记写作鲜明的

个性意识是其区别于传统传记的特征之一。

然而，这种个性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接受并非

一帆风顺，并且会影响到现代传记的发展，茅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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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描写人物生平的文字，是到了近代个人主义

思想充分发展以后，才特别繁荣滋长。……可是在

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

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

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主义的幻

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英雄

或法西斯蒂领袖；同样地在封建家族思想没落，集

团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国，也不会有伟大的传记文学

的产生。”［１］５３９他认为，中国一直未曾出现真正的传

记作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不适宜个性主

义的发展，一是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时间不

长，并且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无法滋生出个性

主义；二是中国社会性质的两重性制约了个性的发

展，其半殖民地造成民族英雄的缺乏，其半封建性

造成个性自我的缺乏。茅盾的认识是深刻而颇有

启发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个性意识随着

“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口号的提出，得到知识

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现代传记，尤其是

自传在这一理念下一度兴盛。胡适在１９３３年说：
“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

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

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然而，二三十年代之

后，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张扬、工农运动的高

涨以及专制国家政体的强化，整个社会渐渐呈现出

由强势阶级和集团力量所主导的秩序化和规范化

倾向。在这种情势下，个性主义的思想意识不可避

免地受到打压、批判。加之１９３７年后，抗日救亡成
为民族和国家的头等大事，除了那些为了激励民心

而编辑的英雄传外，传记写作的势头大不如前。因

此，现代传记的成长空间就更小了。［９］

对于现代传记来说，如何处理个性吁求与时代

规范的关系显然是事关其生态空间的大事。

其二，历史属性与文学期待之间的摇摆。

面对中国传记传统和西方传记经典，中国传记

作家想为中国现代传记寻出一条正途。他们意识

到中外传记的差异，也对现代传记有朦胧的设想，

但这设想却又带有几分混沌，表现之一就是对“传

记文学”未曾有过明确的阐释。

依郁达夫说法，是一种“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

记”：“新的传记，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

述她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

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记述

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要

写新的有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

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

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则其要者，尽

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１０］２８３

茅盾则是从否定层面来谈“传记文学”的，他认

为近期出现的传记，“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

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

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１］５３８

但在这几篇难得的文章中，对何谓“文学价值”

都没有明确表述，如何实现“文学价值”也没有完整

论述，因此对“传记文学”的界定缺失了对现代传记

特征的透彻说明，而是过多强调个人化的审美经

验，在传记创作与评价中过多强调个案性和片段性

的审美感受，却忽略了现代传记的本质所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的随性理解，又常与传

记写作的真实原则形成冲突。以胡适为例，写《四

十自述》之初他设想可以用“小说式的文字”、容许

用“假的人名地名”、可用“想象补充”，［３］然而这三

条分明违背了他自己的传记原则，即“传记的最重

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１１］也不能达到“赤裸裸的

叙述”，［３］７直接的后果就是终回归历史笔法。而这

种回归表明，正是由于缺少了对现代传记本质的追

问，传记写作才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而“传记文学”

之“文学”何意，在当下传记研究中仍被搁置。在这

种情况下，“传记文学”这一命名并不是对现代传记

的真正命名，而是“对符合文化期待的一种强迫性

尝试”。［１２］

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传记在理论建

构和理论诠释上的两难，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

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

现代传记的现代性又无法找到实现这一新质的有

效途径，因此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传记能否

寻求到新的出路、跟上世界潮流的问题的问题，而

且还涉及如何理解“传记文学”、如何应对传记理论

的危机和生存困境等复杂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茅

盾、郁达夫和朱东润的慨叹表达的是一种对现代传

记发展之路的焦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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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现代传记文学来说，虽然面临困难，但这

十年亦非等闲过，还是有一些传记家对此进行了持

续地探索，提出了种种尝试，做出了突围的努力。

其一，传记体例。

传记，在众多的解释中，它被赋予了一种共同

的认识，即个人生平的全纪录。中国传记形式年谱

亦是对人的一生的叙写，但极易给人带来一种刻

板、僵硬的感受，现代传记则对此进行了有意识的

探索。郁达夫以“活泼泼”来表述他对现代传记的

理解，并在对传记进行分类时强调不要写成刻板的

行状，绝非年谱式。

梁遇春在介绍西方新传记时谈到他的见解，

“将主人翁一生的事实编成像一本戏”要富有情节

有冲突，摆脱纯线性传记的束缚，具体技巧在于“熔

化”，即“先把关于主要人物的一切事实放在作者脑

里熔化一番”。［１３］

胡适在作自传时考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排出

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３］６许钦文“以为自传，

最紧要的是表现出整个的我来，这要从我的个性和

我所经历的事实来表达”，所以他没有完全采用时

间脉络，而是“以‘事情’做主体的‘经’，只以时日

为‘纬’，为的是因果的联络”，他的自传共十章，第

一章“出狱”，第二章“不浪舟中”写牢狱生活，而到

第八章才补叙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嵇山鉴水

间”，完全突破传统传记的时间脉络。他将这种传

记体例称为“倒叙的”，是把“认为重要的放在前

面，以后逐步补充说明”。［１４］

在传记体例方面，现代传记家一改传统传记的

线性叙述，敢于尝新，敢于选择，敢于取舍，其中的

依据就在于是否有利于突出传主形象。在她们看

来，传记材料的堆积只会造成驳杂的印象，“活泼泼

的”传记需要并非材料的加法，而是减法更适合。

其二，传主描写。

对这个问题，现代传记家们有种共识，那就是

要写出传主的个性，唯此才能造就出生动形象的传

主，突破传统传记的呆板。

胡适曾赞西方传记“读之如见其人”，许钦文主

张自传要“表达出我的个性”。这种个性论十分贴

近法国传记学者菲利普·勒热内在《自传契约》中

的阐述：“写作重点须放在某个人生活，尤其是个性

的发展史上。”

具体到如何表现出传主个性，他们的回答不一

而足。

梁遇春主张客观的“从一个人的日常细节里看

出那个人的真人格”，［１３］日常琐事常有烘云托月之

妙处，他称赞“这种客观的写法既忠实，又有力，实

在是传记文学的一条正路。”［１５］他期望中国传记多

做些研究性格的工作。

郁达夫在评刘半农《赛金花本事》时建议：“若

以弗洛伊特的分析，再加以唯物的社会条件，来写

成赛金花传，成绩一定还要比《赛金花本事》好得

多；我豫想着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坛必有一位新作

家出来做成这一起步工作。”［１６］据此原则，他进一

步表述“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应同时写出传主

“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这样才能

“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要写出美点和

缺点。［１０］

其三，审美标准。

从传记体例、传主描写方面，现代传记表现出

对西方传记的极大推崇，传记家们所期望的现代传

记是一种具有新质的传记形式，他们对此有共识，

也有努力。但谈及中国现代传记的写作状况，他们

多少都感到些失望，这失望在于现有传记距离他们

心中的标准相去甚远。

传记的审美标准因此成为现代传记理论中的

一部分，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显得较为随意。

郁达夫提出“趣味”说。他认为莫洛亚的第一

部传记杰作《雪莱传记》正在于“有趣”，［１０］爱弥尔

·罗布味希的作品好在“趣味性”。［１０］趣味，正是他

称赞的外国传记的共同之处。

胡适的《四十自述》在《新月》上刊载前三章

后，刘大杰写信给胡适，称赞其中第二篇《九年间的

家乡教育》，他说“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

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

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１７］“活

泼”正是刘半农最看重的一点。

在当时不多的传记理论文章中，梁遇春的见解

是极为独特的，表现出鲜明的西方影响痕迹。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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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传记的优劣在于能否博得读者的同情。在他看

来，西方旧传记的传主往往是完美的英雄，了无缺

点，“呆呆地站立在柱础上的雕像”，［１８］读者对他们

“绝不能有贴切的同情，也无从得到深刻的见解

了。”而新传记文学“很能够博得我们的同情”，［１３］

就在于两个方面做得好，即普通与命运。“处处注

重伟人的不伟地方”，这样，伟人也就变做“和蔼可

亲的朋友”，不会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认同“命运的

神秘”，［１３］使传主的经历带有愁闷的调子，令读者

有如感同身受，产生同情，这样才能领略他们真正

的好处。

可以看出，上述几方面对传记写作理念的表

达都极具个人性，且表现出向西方传记借鉴的共

同倾向，如偏重西方作品的阅读感受，研究对象

都是源自对西方传记的阅读等。这给我们提供了

两种启示：一是现代中国传记的评价是以西方传

记为参照的，二是这种由阅读感受而形成的评价

标准对应的是中国传记者们的读者心态。中国现

代传记文学的发生受到西方文艺的启示，并在借

鉴中走上自新之路，因此在初期表现出对西方文

学的仰慕是容易理解的，但在这种仰慕与感激中

所显现出的是中国传记家的一种读者心态，或可

称为前创作心态，唯有习作者式的阅读心态才能

促进独立的创作。

现代传记审美中的读者心态，可能就是造成现

代传记在３０年代虽实践众多而经典不足现状的原
因之一，也构成现代传记面临的困境。与当时成绩

斐然的现代小说或诗歌相比，现代传记的现状令人

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代传记正处于

初期阶段，从写作到理论尚处于对西方传记的学习

中，这是文学发展初期的共同特征。

在三十年代传记繁荣的表象中，困境依然存

在，这种困境不仅来自现代传记文体理论期待与现

实文化经验的疏离，还在于中国传记者们的理论观

念和思维方法。这些困境一方面影响了现代传记

实际创作，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理论问题本身的探

讨，但是，所谓“精神还仗精神觅”，现代传记突围成

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传记者们的心态建构，

幸运的是，这种突围的努力始终在进行，他们呵护

着中国传记文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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